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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其政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统治集团内部高

度团结，反对派无力对政权造成威胁，政治的稳定使其成为地区动荡中的

稳定岛。 阿尔及利亚实现政治稳定的核心维度包括：构建政治体系的合法

性、宣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军政体制为稳定提供保障机制和以福利换

稳定的策略等。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当前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构成挑

战的因素主要源于威权主义整体逐渐衰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变得不合

时宜，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要求重构合法性，而经济转型的困难也会增添相

应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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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西亚北非地区多个国家政权发生更迭，区域性动荡重新

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 这次肇始于突尼斯的政治危机迅速外溢，在区域内产生

了连锁反应，而危机产生的后置效应对各国的政治稳定都具有负面的影响。 与其他

中东地区国家相比较，阿尔及利亚却未被卷入这场危机的漩涡，除了小范围骚乱外，
政权仍然维持稳定。 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阿拉伯之春例外论”的观点来讨论阿尔及

利亚在特殊国际环境下的稳定局面。① 在中东地区整体处于动荡状态的大背景下，
对政治稳定的思考是探索其他深层次问题的基础，故研究阿尔及利亚的“例外”无疑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进行结构性解析，对认识阿尔及

利亚以及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问

题，西方政客与学者提出以“民主化”的所谓普世主义模式对第三世界的政治系统进

行改造，其客观结果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 鉴于民主化模式的

失败，亨廷顿等学者提出政治稳定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强调政治变迁的有序

性。② ２１ 世纪之交的比较政治学在强调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政治民主化的

内容，从而使政治发展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因此，当前比较政治学在为发展

中国家提供有秩序变迁方案时，更加关注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 然而，在政治学概

念中，政治稳定与政局稳定之间在现象层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却存在质的差

异。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以政变的方式对政治发展方向进

行调整和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挑战政府权威的事件。 这些事件的出现是孤立的、偶然

的现象，对政局的稳定造成了破坏，但从长时段观察，却没有因此而丧失政治的稳定

性。 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治具有如下特征。

（一） 统治集团内部始终保持稳定

阿尔及利亚是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方式赢得民族独立的。 在独立战争时期，民
族解放阵线承担着战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为了防止出现独裁专权的情况，民族解

放阵线实行集体领导原则，重要决策必须经由集体协商才能通过。 随后迫于斗争形

势的需要，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权被互不统属的政治集团所分割。 在外交上，１９５８
年成立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是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最高代表，临时政府为阿尔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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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和争取国际援助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在军事方面，民族解

放军总参谋部和国内各军区各行其是。 总部位于突尼斯边境的总参谋部名义上是

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在战时几乎完全处于临时政府控制之外，而阿尔及利亚国内的

六个军区最初归总参谋部统辖，但随着法军加强对边境的封锁，各军区领导人逐渐

大权在握。 因此，有学者认为，独立战争最丰富的遗产就是国家的政治“封建化”①。
在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后，临时政府、总参谋部和各军区领导人开始竞争国家领导

权，并形成了特雷姆森集团和提济乌祖集团②两大政治和军事对立阵营。 最终，本·
贝拉在总参谋部的支持下进入阿尔及尔，特雷姆森集团获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从

本·贝拉总统开始，阿尔及利亚的核心统治集团就与军方形成了特殊的关系，特别

是自胡阿里·布迈丁开始，历任总统都具有军方背景，即形成了军方掌握核心政治

权力，再由技术专家进行治理的统治模式。 军队干预政治是保证统治集团核心利益

的重要手段，因此，当政权遭遇的挑战触及军方底线时，军队便会予以强制纠正。
（二） 政治反对派无法对政权构成威胁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是社会多元化的表现，这意味着不同社

会阶层的利益在社会分化中进行了重新整合，并以政党等形式予以表达。 但在独立

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反对派缺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的均质化。 殖民主义是阿尔及利亚现代化的发动者，法国殖民

者的“文明使命”破坏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地主阶层被殖民者取而代之，形成了欧洲

移民与阿尔及利亚人对立的二元社会，到 １９４６ 年，随着贫困化加剧，农民逐渐成为半

无产者。 当殖民统治结束时，阿尔及利亚社会主要是由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构

成，民族解放阵线是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
第二，现代化进程缓慢。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

则滋生着动乱”的悖论，③在经济领域发生的现代化会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渗透，造成

对生活习惯、社会传统和宗教观念等方面的冲击，最终给政治带来不确定性。 阿尔

及利亚的现代化在布迈丁时代是以通过“石油美元”向基础工业注入资金，建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为目标，现代化对社会领域的冲击有限。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沙德利总统

的经济改革失败，被迫开启了政治改革的大门，到布特弗利卡总统统治时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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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仍然举步维艰，改善民生仍为首要难题。 因此，现代化带来的经济价值对政治价

值的重塑在阿尔及利亚进展缓慢。
第三，社会传统价值复苏。 在经济价值无法对社会进行整合的背景下，社会传

统价值的作用便凸显出来，成为政治动员的基础。 阿尔及利亚 １９８９ 年宪法是该国走

向多党制的开端，宪法规定，任何政党不得以宗教、语言和地区主义等排他性要素作

为成立的基础。 但是实际上，后来对政权造成冲击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却高举宗教旗

帜，而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和争取文化和民主联盟也以柏柏尔人聚居区为活动基础，

均并未遵守宪法中不得基于排他性成立政党的规定。

（三） 地区动荡中的稳定岛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自然延伸，同时，外交也是确保国内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

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推行第三世界外交，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推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的民族解放斗争为目标①，因此，阿尔及利亚也成为全世界革命者心中的革命圣地。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阿尔及利亚陷入内战，军方接管政治导致政权合法性在国际社会

遭到质疑，同时，政府内部存在多元权力中心，造成阿尔及利亚外交官对本国政策的

认识和执行也充满不确定性，②因此，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外交处于收缩和防御态

势，内政和外交无法形成有机的互补。 布特弗利卡当选为总统后，阿尔及利亚外交

政策开始发生改变，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第一，阿尔及利亚需要改善政府形

象，结束内战时期外交上的“孤立”局面，获取更多外国援助；第二，布特弗利卡曾多

年担任外交部长职务，能够审时度势地做出改变；第三，部分反政府武装转变为恐怖

组织，并呈现国际化的趋向。 新世纪阿尔及利亚将外交的重点放在地区安全和稳定

上，将国内反恐与地区安全统一起来，借助“９．１１ 事件”将本国安全与西方反恐战略

对接，再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存在和丰富的反恐经验，使其成为地区动荡中的稳定岛，

因此，２０１０ 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对阿尔及利亚的冲击远不如其他阿拉伯国家

严重。

二、 阿尔及利亚实现政治稳定的核心维度

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完成了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期的政

治发展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独立后在政权问题上爆发的各种矛盾，由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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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各种政治事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影响，对政治稳定造成了冲击，但却没有从根

本上动摇政治稳定的基本支柱。 也就是说，政治稳定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现象，它
的产生与维系与特定的政治体系相关，政治体系的关键要素在政治的动态发展过程

中没发生根本性变化，则政治稳定就具备相应的保障机制。
（一） 政治合法性维度———政治体系的权威性

从独立后阿尔及利亚政治合法性构建的历史来看，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转

向，通过具有超强魅力的领袖人物为政治稳定提供秩序和规范。
第一阶段是本·贝拉时期的“历史合法性”。 所谓“历史合法性”是指政府的权

威来源于革命斗争的历史：一方面，本·贝拉通过强调“革命历史”，树立领导人的个

人权威。 作为“特别行动”组织的早期成员，本·贝拉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发起

人，在民族解放阵线内部享有较高声誉，在革命中始终保持一尘不染的革命形象，作
为仅存的几位早期领导人之一，特殊的革命历史赋予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
通过官方的革命历史叙事，赋予其政策以合法性。 本·贝拉强调其政策的历史根

源，其自管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阿尔及利亚独特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化。
《阿尔及尔宪章》进一步指出，“革命从来不是同过去一下子完全一刀两断。 人在过

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条件的影响下进行活动，这些条件又迫切地给人们指出道路。 正

因为如此，唯有历史能赋予已经发生的事情以意义。”①

第二阶段是布迈丁时期的“革命合法性”。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为了纠正本·贝

拉偏离轨迹的路线，布迈丁发动军事政变，便是“为了恢复革命的合法性，为了重新

赋予革命原则以全部价值。”②首先，布迈丁确立了以“乌季达集团”③为核心的统治

集团。 政变后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由发动政变的 ２６ 名军官组成，包括总

参谋长和各军区司令等，④从而完成了国家机构的重组。 其次，完成对民族解放阵线

党的改造。 由战争年代的老兵填充并重构党的组织，将战争年代与建设年代通过革

命精神连接在一起，藉此赋予党以新的生命。 最后，将“革命”作为社会整合的工具。
为了弥合民族、宗教和语言等方面出现的分歧，布迈丁希望通过重新解读“革命”来
完成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精神的重塑。

第三阶段是合法性的转型时期。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布迈丁突然病逝，导致阿尔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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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曾在革命年代与布迈丁一同驻扎在摩洛哥小镇乌季达（Ｏｕｊｄａ）的部分军官，故被称为“乌季达集团”。
Ｊｏｈｎ Ｒｕｅｄ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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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出现政治合法性危机。 首先，布迈丁猝然离世，标志着传统魅力型权威的终结，从
而造成短期内的权力真空；其次，随着独立后一代的成长，革命已经成为历史记忆，
革命合法性的基础在时光流转中遭受侵蚀；最后，民间伊斯兰运动兴起，并成为国家

控制之外的政治力量，开始挑战政府的权威。 沙德利总统推行“去布迈丁化”政策，
实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政府在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又试图建立新的权威

基础。 然而，在经济改革失败后，政治领域的改革打开了政治危机的魔盒，以伊斯兰

拯救阵线为核心，形成了新的否定政权合法性的“合力”。
第四阶段是布特弗利卡时期重建“民族合法性”。 １９９９ 年布特弗利卡在总统选

举中获胜，开始了合法性重建的过程。 布特弗利卡的第一步是推动民族和解。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分别通过了《民族和解法》和《和平与全国和解宪章》，通过政府主导的

和平与和解进程，重新建立政府权威。 第二步是重建国际声誉。 ２００１ 年在美国纽约

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后，阿尔及利亚及时调整外交政策的方向，成为美国全球反

恐的重要伙伴，使阿尔及利亚的国际形象得到改善。 第三步是巩固总统权力。 布特

弗利卡在第一任期后期开始进行大范围的人事变动，加强对各级权力机构的控制。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阿国民议会以超过四分之三的支持率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总统连

任限制。 随后布特弗利卡又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参加总统选举，并获得胜利。 政治

强人主导下的政治秩序仍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二） 政治认同维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阿尔及利亚的现代政治启蒙是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完成的，其开端就是阿尔及

利亚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与强调族群分治的英国殖民模式不

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普世价值，以“优越的”西方

为模型推进以“同化”为目标的“文明使命”。 这种殖民模式为“西方化”的个体开启

了升迁之路，但也因宣扬西方的优越而强化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人的整体性对立。

在殖民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启蒙和对立中，阿尔及利亚的认同意识逐渐出现。 同化论

者否认“阿尔及利亚民族”的真实性，而伊斯兰改革主义者则在阿拉伯与伊斯兰的历

史与传统中确认了“阿尔及利亚祖国”的文化属性。① 在此后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民
族主义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旗帜，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独立以后。

第一，民族主义政治话语的延续。 阿尔及利亚是以民族解放斗争的形式实现民

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为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并通过民族的“再生”
赋予民族共同体以现实价值。 作为大众政治的产物，民族主义也是大众政治的制造

者。 民族独立确定了阿尔及利亚的自然地理疆界，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政治通过大众

·４２·

① 慈志刚：《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起源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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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来确定国家的政治疆界。 为了宣告与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剥削压迫挥手作

别，阿尔及利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官方意识形态中，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

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它的独特性深植于阿尔及利亚独特的历

史、语言、宗教和文化。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成为民族主义革命的延续，民族主义意

识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而上升为国民“忠诚”的依据。 到布迈丁时期，
他批判了本·贝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必须以阿拉伯和伊斯兰传统作为道德

基础，后来又发动“文化革命”来回归革命年代的民族主义。 到沙德利总统时期，阿
政府进行了多元民主改革，造成了国家近十年的动荡。 １９９９ 年以后，布特弗利卡重

新以民族主义作为宣传工具，以此来疏导民族情感，并从中获取政治能量。
第二，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除了法律层面的殖民统治以

外，还有意识地对殖民地进行文化层面的改造。 在殖民体系的话语下，阿尔及利亚

社会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粗暴野蛮、桀骜不驯、世代游牧的外来征服者———阿

拉伯人，另一部分则是与欧洲文明相似的、过着世俗的、定居生活的本土居民———柏

柏尔人，殖民者通过这种“柏柏尔神话”，为殖民统治建立合法性。 殖民主义者通过

一种错误的逻辑重新构建被压迫人民的过去，即歪曲它、毁坏它、消灭它。① 与殖民

话语下的历史叙事相对应，民族主义者在 １９５４ 年的独立宣言中明确提出为了“阿尔

及利亚民族”和“阿尔及利亚祖国”而团结斗争的必要性。② 独立后的《阿尔及尔宪

章》有意识地摆脱殖民主义历史叙事，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追溯到 ８ 世纪的“伊斯兰

征服”时代，反侵略与民族解放是其中的核心主题。 布迈丁时代仍然延续反殖民主

义话语，国家发起了全面“书写和重写历史计划 ”，③把阿尔及利亚地理范围与民族

特征形成的历史追溯到努米底亚时代。④ １９７９ 年以后，革命话语在阿尔及利亚的教

科书中逐渐消失，随着柏柏尔人复兴运动兴起，历史叙述更加强调团结与统一，比如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六年级的历史教材强调阿尔及利亚人通过共同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

统构成了阿尔及利亚社会。⑤ 总体来看，独立后阿尔及利亚仍然延续民族主义的历

史叙事，反复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延续性。
第三，民族主义外交的推行。 民族主义政治延伸到外交领域，对阿尔及利亚的

外交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本·贝拉和布迈丁时期，仍然延续革命时代的民族解

放话语，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以“革命”和“反动”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价值标准，阿尔及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法］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 １４３－１４６ 页。
Ｌａｕｒｉｅ Ａ． Ｂｒ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１４２．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三局译：《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内部资料），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２１ 页。
Ｌａｕｒｉｅ Ａ． Ｂｒ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ｐ．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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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也成为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圣地”。 阿尔及利亚坚定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

动，但主张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不加干涉，反对向外输出革命，阿尔及利亚也因此成

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之一。 美国学者罗伯特·莫蒂

默（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Ｍｏｒｔｉｍｅｒ）认为，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革命主义向国

家利益的转变，①实际上，冷战背景下阿尔及利亚的外交政策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失败，阿尔及利亚在外交上全面

收缩，在 ９０ 年代甚至陷入“孤立”。 布特弗利卡执政后，凭借其丰富的外交经验，采
取“安全向西看，经济向东看”的策略打破了外交困境，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经济改革，但独立自主仍然是国家吸引外资的优先考量要素。 ２００９ 年通过的新

投资法坚持阿方控股政策②，该政策虽然因影响外来投资而饱受诟病，但阿尔及利亚

始终没有将其放弃的计划。
第四，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政治和解。 民族主义通过对内的政治治理和对外的国

际交往，确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又通过语言、宗教和历史的统一，建立对民族

国家的政治认同。 沙德利时期的政治改革，强调以“去布迈丁化”的多元民主为特

征，这与民族主义政权强调统一的原则发生矛盾，伊斯兰复兴运动和柏柏尔人复兴

运动从政权的高压下释放出来，在时机成熟后，发起了对政权的挑战，试图摆脱民族

主义政治治理模式。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阿政府颁布《民族和解法》，该法一方面恢复了国

家对民族和解进程的主导地位，重建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也通过大赦的方式试图

重建民族团结。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布特弗利卡在其第二总统任期提出了新的民族和解方

案———《和平与全国和解宪章》，其核心内容是巩固和平，巩固民族和解，增强民族凝

聚力等。 通过这些实现民族和解，重建民族认同的努力，放下武器的反政府武装多

数通过大赦重新回归社会。 根据半岛电视台统计，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共有 ２，６２９ 名

监狱服刑人员被释放。③

（三） 政治保障机制———军政体制的维持

在阿尔及利亚实现独立后，由于缺乏公认的政治权威，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制

度化进程中，出现了多个权力中心的竞争，最终以军人干政的形式完成了政治参与

规则的确定。 塞缪尔·亨廷顿在讨论“军人干政”时认为，最初的干预可能不具合法

性，但是当干预转变为参与，并承担起创设新的政治制度的责任，从而使未来的军人

·６２·

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Ｍｏｒｔｉｍｅｒ，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ｏ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５，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３， ｐｐ． ４６６－４８２．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经商参处：《阿尔及利亚出台投资新政策保护本国企业》，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ｄｚ．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０９０１ ／ ２００９０１０５９９６２２６．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ｏｆｆ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 ２１３－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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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社会势力的干预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时，干预也就能获得合法性。①阿尔及利

亚军政体制的建立便是以“军人干政”的方式开始，以构建新的政治权力关系结束，
其本质内容是为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提供强制性的稳定结构。

第一，军政体制存在的必要性。 军政体制与军人寡头政治不同，它强调稳定优

先，在此基础上推进改革。 为了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发展的有序性，军方对政

治进行有限干预，因此，有学者认为，中东地区的军队不仅是指导现代社会所必须的

工业化、制度化和改革的理想工具，还是威权主义实现稳定的关键变量。② 首先，阿
尔及利亚军方是现代化变革的倡导者。 阿尔及利亚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是从布迈丁

发动政变后开始的。 其次，军方支持政治制度化建设。 由于军方缺乏消弭意识形态

分歧的有效手段，因此，通过制度化建立超越政治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法律规范和秩

序，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 最后，军方重视合法性建设。 军人干政本身不具有合法

性，但是军方通过推动现代化和民主化等方面的变革，为国家发展建立起与之相适

应的制度结构，从而为政治的良性运转开辟了道路。
第二，军队政治角色的转变。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分散的政治权力迅速集结为两

大对立的集团———特雷姆森集团和提济乌祖集团，两大集团的对立加速了国内政治

的碎片化。 在总参谋部的支持下，本·贝拉为首的特雷姆森集团获得胜利，此后，军
队便成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力量。 独立后军队参与政治大体经历五个阶段，
即本·贝拉时代军政“联盟”阶段；布迈丁时代的全面参与阶段；沙德利时代的军政

分离阶段；内战时期的军管阶段；以及布特弗利卡时代的军政关系调整阶段。 １９９９
年拥有军方背景的布特弗利卡执政后，重新调整总统与军方的关系，军队回归军营，
并在宪法框架内发挥作用。 ２００３ 年总参谋长拉马里将军宣布，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总

统选举中不会倾向任何候选人。③ 布特弗利卡完成了军队的重新洗牌，军队的控制

权也转移到总统手中，唯一不变的是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
第三，军政体制的治理模式。 阿尔及利亚反殖民统治的暴力特征决定了军队在

独立后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军队从战争时期的革命者转型为独立后现代化建设

的改革者和政治秩序的捍卫者，军人与政治的特殊结合形成了军政体制。 独立初

期，为安抚各军区领导人，政治局对其许以高官厚禄，扩大军区对政治事务的参与；
另一方面，各军区接受政治局提出的军队复原原则，退伍军人转变为地方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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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塞缪尔·Ｐ．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１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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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宪国民议会的 １９６ 名成员中前军区领导人便占了三分之一。① 布迈丁执政后，
军人也从幕后走上前台，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经济上开启以“产业化工业”为特征

的现代化，阿尔及利亚军政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
首先，政治精英与技术官僚共同治理。 军方采取“统而不治”的策略，避免直接

参与政治管理，而是通过政党体系、社会精英招募机制和技术专家的聘任，从而实现

治理的专业化。 其次，军方是真正的政治决策者。 在 １９６５ 年政变后的军政关系中，
政治家沦为政府的雇员，民族解放阵线党也不过是政府合法性的装饰，历史学家穆

罕默德·哈尔比（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ｒｂｉ）形象地指出，布迈丁将政党变成了不能移动，也
不能沉没的戏船，②军方掌握着核心权力。 最后，军队的强大军事力量是其政治角色

的物质保障。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军事大国，军事现代化水平在地区层面处于较高水

平，到 ２０１５ 年军事力量达到 ５０ 余万人，在应对国内外安全威胁上也积累了丰富经验。

（四） 政治调节机制———福利换稳定模式

国民收入的分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从政治学角度看

则是对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它能够对政治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福利性

分配对平抑社会不满，调节社会矛盾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

处于从殖民体系向民族国家过渡的时期，社会经济的管理与实践经验缺失，因此，
１９６３ 年以后政府才以法令的方式建构替代性的社会经济体系。 到布迈丁执政时期，
阿尔及利亚经济发展模式初步建立，国家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再分配，福利性

分配亦始于这一时期。 作为一种政治调节手段，福利性分配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

稳定，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随着军政体制的建立，威权主义政治排斥大众参与式

的政治生活。 因此，国家通过提供福利性分配，换取民众对政治活动的低度参与。
其次，阿尔及利亚依据“增长极”理论制定了“产业化工业”战略，通过工业增长拉动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代化。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阿尔及利亚石油储量 １５．４ 亿吨，居
世界第 １５ 位，天然气储量 ４．５８ 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 ７ 位。③ 因此，炭化氢产业成为

工业增长的动力源，但炭化氢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力需求小。 受此影响，
国家将炭化氢产业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福利性再分配。 最后，随着石油价格上涨，沙
德利政府放弃了布迈丁时代的紧缩政策，通过加大社会福利满足群众需求，以缓解

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
从福利性分配的类型看，可以分为制度性福利和临时性福利，二者对政治稳定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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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所谓制度性福利，是国家通过建立某种福利制度对社会资源进

行分配，这包括对基本食品实行价格补贴，对公有住房实行低廉租金，为国民提供免

费医疗，对全民实行免费教育以及对国家正式职工享受子女补贴等。① 阿尔及利亚

国民的税收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０ 年的政治动荡期，加上石油价格

暴跌，税收仅占 ＧＤＰ 的 １６．３％，经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内战，２０００ 年税收占 ＧＤＰ 的

比例进一步下降到 １１．５％。② ２００９ 年政府与工会和雇主举行了三方会议，决定提高

最低保障工资，同时，国家将继续负担家庭津贴。 这些政策在缓解社会矛盾，调节政

府与民众关系方面长期发挥着作用。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政府还会增加

临时性的福利。 ２０１０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尔及利亚的部分城市也出现示威和

骚乱，为了应对危机，政府除了部署警力来控制局势和满足群众政治改革呼声以外，
还通过基本食品补给和增加工资等方式平抑民众不满。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阿尔及利亚粮

食局紧急从国际市场采购小麦 ８５ 万吨，防止出现粮食短缺，确保百姓基本食品供

应。③ 与此同时，国家向年轻人贷款的条件也变得宽松，以保障失业青年顺利就业。
由此可见，“福利换稳定模式”是威权主义政体应对大众政治参与的调节手段。

得天独厚的油气资源和炭化氢产业是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重要政治资本，以石油美元

为基础的福利分配是构建政权或领袖合法性的特殊路径，通过垄断福利分配，满足

民众对物质生活的期望，从而将经济资源转变为政治资源。 当然，福利分配本身并

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但却能够遏止突发性的政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

了政权的生命力。

三、 当前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东地区迎来了新的政治挑战，阿拉伯国家的剧变催生了改造中东

政治的革命性实践，当然也对传统中东国家的政治稳定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必然会

推动中东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层次转型，重新思考政治变局与政治稳定的动态关系或

许能够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转型提供新的视角。
（一） 威权主义政治前途未卜

独立初期，本·贝拉和布迈丁在构建威权主义政治过程中，虽然群众基础有所

不同，双方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和治理模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就威权主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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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素而言，二者并无太大差异。 二者的政治权威都是直接继承于民族解放斗

争，以一党制政治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作为威权主义政治

的核心要素。 政治权威构成要素都具有历史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要素会失去

稳定性而走向衰微。 沙德利执政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威权主义遭

遇巨大挑战，民族解放斗争转变为历史记忆，一党制遭遇多元民主的挑战，自管社会

主义经济也因经营不善而开始向市场化转型，因此，军队强权成为维系政府权威的

唯一途径。 现任总统布特弗利卡虽然仍重视革命和民族主义传统，但与曾主导阿尔

及利亚政权的议会、执政党和军队相比，他更希望增强个人权力。① 布特弗利卡一方

面将军队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修改宪法，废除连任限制，为个人连任铺平道路；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推动政治经济改革，满足民众渴求民主和改善生活的愿望。 由

此可见，布特弗利卡在其任期内完成了政治权威的重建，他继承了传统威权主义的

革命话语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军队在维系政治权威中的特殊地位，同时，他也

顺应时代潮流，为新威权主义政治增添了新的要素，这其中布特弗利卡的个人魅力

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０１４ 年布特弗利卡赢得选举开启第四个总统任期。 ２０１９ 年阿尔

及利亚将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从当前情况看，布特弗利卡身体健康状况堪忧，而不论

布特弗利卡以何种方式退出政治舞台，都会对阿尔及利亚威权主义政治的发展造成巨

大影响。
（二） 民族主义政治的衰退

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

背景。 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动员的武器，以民族的视角判断反殖民运动中的

“敌”与“我”。 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大众参与的旗帜，阿尔及利亚人在它的引导下

自发走上了自管社会主义的道路。 民族主义还可以是一种政治统合的工具，它能够

建构出一个超越地域、血缘和政治观念的稳定共同体。 总之，与其他一些中东国家

一样，民族主义使阿尔及利亚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跨越，是推动历

史转折的重要力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逐渐式微的趋向已不可避免，其式微的根源

则在于民族主义本身。 一是因为民族主义具有排他性。 民族主义通过确定自身疆

界的方式建构一个民族共同体，再将民族共同体与主权范围相重合，建立一个排他

性的民族国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艺术、文学和语言等问题变成严重的政治对立

问题，并被用来作为民族斗争的武器。② 阿尔及利亚独立初期，将语言、文字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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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现民族主义的工具，否认其他民族的存在。 特别是在柏柏尔人问题上，政府

否认其存在的合法性，１９７９ 年以后，柏柏尔人问题逐渐政治化，这也凸显了以建构

“同质”共同体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在实现社会整合上的缺陷。 二是因为民族主义具

有狭隘性。 在人类文明交往的特定历史阶段，民族主义通过竞争来划分边界和寻求

群体认同，对抗式的互动更是成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间交往的经常方式。 阿尔及利

亚经过 １３０ 多年的殖民统治，使它对民族独立更为珍视，因此，在国家间交往层面，阿
尔及利亚积极参加反帝反殖的不结盟运动，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主张。
两极格局解体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发

生变化，阿尔及利亚的外交身份也从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向地区核心国家转变。 随着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侵蚀，布特弗利卡时代外交中的民族主义色彩逐渐淡去，这说

明在新的历史时代，民族主义急需完成对自我的超越。
（三） 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政治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在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第一，民族解放斗争语境下的民主。 从民族主义者在奥雷斯山打响反抗殖民统

治第一枪，直到 １９５６ 年苏马姆会议通过民族解放阵线纲领，民族主义者都主张建立

保卫民主自由委员会，但他们对民主的内涵并未做任何的解释和说明。 独立前夕的

《的黎波里纲领》是民族国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主张继武装斗争之后，应该进行思

想斗争；继民族独立斗争之后，将进行人民民主革命，①这里所说的民主在纲领中表

述为废除封建主义制度，建立新的机构和组织来保证人们的解放和自由。
第二，自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主。 阿尔及利亚在结束了独立初期的政治混

乱后，民族解放阵线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其特点是用阶级斗争话语绘制社会主

义建设的宏伟蓝图。 民主一词虽然被提及甚少，但却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即劳动者

的普遍意志充分地得到表达。 布迈丁时期的民主同样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予以

阐释的，所谓民主是要废除资本主义以前的、旧的、过时的，反动的社会结构，以及它

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② 这一时期的政治民主只是进行大众动员的口号，缺少

制度化的实质内容。
第三，投票箱中的民主实践。 １９８８ 年阿尔及利亚修订了宪法，真正开启了多元

民主改革。 受民主化第三波浪潮的影响，阿尔及利亚尝试用西方自由人权观念对政

治民主进行重新解释，从初期的民主化实践来看，投票箱中的选票更多地是表达民

众对生活的不满，他们对民主政治并无深刻理解。 此后，政治民主很快超越了政治

实践的层面，上升为一种政治价值，赋予政权以统治的合法性，这就使民主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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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集》，第 ２０６ 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三局译：《阿尔及利亚国民宪章》（内部资料），第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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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普遍接受的政治游戏规则。 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军方便尝试通过民主制度重建政权合

法性，这次大选标志着阿尔及利亚向民主制度转变的重要一步。① 到布特弗利卡时

期，政治民主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规话语。 但是，从当前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化

实践来看，军人对政治生活的干预和总统威权主义统治等内在的问题无疑阻碍了民

主化向更深层次发展。

（四） 经济转型的挑战

在现代政治中，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超凡的领袖魅力都已经不再是政治权威的决

定性因素，经济价值对政治生活重塑的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阿尔及利亚独立初

期，民众通过自发占领被殖民者废弃的无主产业，开始了自发的自管运动。 本·贝

拉通过将自管运动纳入政府主导的制度化框架，建立了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

义。 这种大众参与式的经济模式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导致民粹主义政治的发展超

出了统治集团的预期。 布迈丁掀起了以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特别是其“产业化工业”增长模式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类型，排
斥大众参与，这也决定了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冷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阿尔及利亚完成

了油气资源的国有化，石油和天然气在经济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增强，油气资源也从

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和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资源转变为影响政治稳定的

政治资源。 布特弗利卡执政后试图改变“惟石油发展战略”，但恰逢国际油价走高，
炭化氢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２０００ 年，炭化氢部门占全部出口收入

的 ９５％和政府财政收入的 ６０％。② 到 ２００９ 年国际油价下降前，阿尔及利亚对油气资

源的依赖程度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石油美元仍是政府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调节国际

关系的重要经济资本。 ２０１６ 年阿尔及利亚政府制定了“新经济增长模式”战略，试图

实现经济多元化和战略转型，由于传统经济模式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因此，新
的经济转型所产生的效应也会超出经济层面而外溢到政治领域，二者的矛盾互动为

政治稳定增加了无法预知的风险。

（五） 中东安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构建出统一的政治规则，相反，地区和国家认同的重

建增加了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国际交往的扩大化使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

强，这就为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超国家层面的思考维度。 汉斯·摩根索认为，占压倒

优势的武力、超局部的效忠和对正义的期待这三个条件使国家内部的和平成为可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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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审视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突尼斯事件的迅速外溢，并在中东形成多

米诺效应，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因素在动态的地区局势冲击下土崩瓦解，并引发新一

轮的政治权力重构。 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毗邻，在中东发生剧变的背景下，并未发

生任何旨在推翻政权的政治活动，仅阿尔及尔等部分城市出现要求政治改革的示

威。 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及利亚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稳定在某种程度

上对蔓延的政治风暴起到了有效的缓冲，使阿尔及利亚成为危机中的“例外”。 究其

原因，一方面在于阿尔及利亚不具备发生政治变革的内部环境，从而使外部的连锁

效应无法形成有效冲击。 对政治暴力的恐惧、福利换稳定的政策以及相对开放的政

治体系确保突尼斯和埃及那样的大规模抗议没有发生。① 另一方面则是阿尔及利亚

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即“武力与金钱”的组合模式，实现了政治压力的软着陆。 毫

无疑问，阿拉伯剧变给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包括政治版图的碎片

化、政治安全的跨国化、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和危机传播的网络化等问题，再加上域外

大国的推波助澜，民族国家的政治规则与主权疆界在回应未来的政治挑战时将更加

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框架，这也是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需要破解的难题。
综上所述，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的核心挑战来自于国家政权内部的政治体系调

整、意识形态重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地区层面政治动荡的连锁效应

在阿尔及利亚影响有限，而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跨国恐怖组织会对国家安全产生

了一定影响，但无法触动政治稳定的基本结构。 因此，如果阿尔及利亚政治稳定的

核心维度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其政治稳定局面便不会遭遇根本性威胁，但当前阿尔

及利亚政治所面临的挑战也使得维系政治稳定必须推进政治改革。 从中东变局中

阿尔及利亚“例外论”的视角观察，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稳定源于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政

治危机的反思，经济危机诱发政治改革，进而导致伊斯兰主义挑战世俗政权的剧变

模式，使阿尔及利亚经历了十年的政治调整才走出危机漩涡，而刚刚发生过的阿拉

伯剧变从内容来看只不过是信息时代背景下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的翻版。 阿尔及

利亚摆脱危机的模式对乱局过后的中东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就是对民主价

值的追求让位于对民生需求的肯定，对政治变革的推动让位于回归政治秩序，大众

政治参与让位于政治权威的构建，最终在实现政治和解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转型。 总

之，政治稳定的本质便是一个在政治的动态发展中寻找新的政治平衡的过程。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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